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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主要集中于盛唐，学术界历来对盛唐音乐评价高，而对中晚唐时期的音乐关注不

多。唐代音乐的发展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的特征。与盛唐相比，中晚唐时期的音乐亦有着自身转型的新变化。宫
廷音乐的散落与重建、民间俗乐的开放与兴起，文人音乐、私家乐伎和军营音乐的隆起，形成了这一时期音乐发展
的主要特征。尽管中晚唐音乐兴盛的规模和艺术成就难以超越盛唐的水平，但是对于整个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也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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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辉煌的唐代音乐繁荣景观实际历史并不

长，仅集中于盛唐李隆基统治时代 30 来年的短暂时
期。学术界一般将唐代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
唐 4 个时期。［1］74中晚唐在政治军事上是一个动乱
昏暗的时代，然而却延续了 120 多年的统治时间，成
为一个令人难解的历史之谜。在音乐文化方面，日
本学者岸边成雄认为，初唐系雅、胡、俗三足鼎立阶
段，盛唐是胡俗的融合时期，中晚唐则呈现出雅俗对

立之局势。［2］126因此，人们对盛唐音乐评价很高，而
对中晚唐时期的音乐不仅关注不够且评价较低。实
际上，唐代音乐的发展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特征。
透视旷日持久混乱的中晚唐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唐

王朝宫室朝堂仍然试图承续唐玄宗遗风，酷好音乐

歌舞，这几乎成为中晚唐的社会普遍风气。与盛唐
相比，中晚唐时代的音乐亦有着自身的转型特点。
中晚唐乱世时代社会好乐风气长期延续的情景，堪

称音乐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

一、中晚唐音乐文化的转型特点
宫廷音乐的极度繁荣是盛唐时期音乐发展的一

大显著特点。然而，这一时期的民间音乐却相对沉
寂。宫廷乐人管理封闭严格，没有太多的人身自由。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的音乐活动中心从宫廷转移到

民间，大批宫廷乐人散落各地。尽管时局危乱，但统
治者仍然沿袭玄宗时期的好乐之风，沉湎声色歌舞，

宠幸艺人，这几乎成为中晚唐时代上层社会的普遍

风气。在中晚唐时代，还曾经出现过像德宗、宪宗、
文宗等几位所谓的“中兴之主”，他们在位期间重视
文治，发展礼乐，不断充实音乐机构，试图复兴宫廷

音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宫廷音乐

与世俗音乐的发展。尽管中晚唐音乐的这种变化较
之于盛唐的艺术成就逊色许多，却仍有着自身的特

点，从而为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亦为宋代民间音乐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概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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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晚唐音乐文化的转型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音乐活动中心从封闭走向开放，世俗民间

音乐日益活跃。
盛唐音乐发展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宫廷音乐的瑰

丽多彩。盛唐宫廷音乐继承了南北朝以来的音乐理
论和艺术实践的成就，吸收了西域音乐文化，形成了

开元、天宝年间融雅胡俗诸乐于一体的空前繁盛局
面。宫廷拥有比前代更多的音乐机构，除了太常寺
内有负责管理音乐的太乐署和鼓吹署这两个职能部

门之外，还增设了内外教坊、梨园、详校所等机构，以
负责不同场合的音乐表演，从而产生了历史上最为

著名的乐工与乐伎。雅乐、清乐、凯乐、四方乐、散
乐、燕乐等诸多音乐种类异常繁多。各种歌、舞、器
乐演奏、大曲、戏弄、杂技等音乐表演在当时社会上
广为流传，“形成了一种生动的雅俗文化交流景象。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唐代宫廷音乐文化乃是音乐文化

的一个缩影，当然也就成为研究唐代音乐文艺的一

个学术聚集点”［3］。中晚唐时期，宫廷音乐受到极
大破坏，“梨园弟子散如烟”［4］181。不少乐人流落民
间，如李龟年漂泊于江南一带，公孙大娘弟子散落民

间，萧炼师这位梨园著名乐人也流散到民间。时局
的骤变打破了盛唐宫廷音乐兴盛封闭、民间音乐沉
寂的局面。
民间音乐创作活动虽然历代均有，但如中晚唐

时代那样兴盛与高水平却是空前的。唐代民间习乐
成风，乐人有免除其他徭役的优惠。盛唐以后，封闭
僵化的宫廷音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日益演变为程

式性、象征性的内容，而生动活泼的民间音乐则不断
创造着新的文体和艺术类型。像说唱与变文的出
现，乃是唐代新兴文体创造性发挥的重要标志。燕
乐作为当时主要的音乐形式，凝结并反映着广大下

层民众的心态与情怀。中唐大诗人白居易曾在《杨
柳枝》中写道: “‘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
花’处处吹”，生动地说明了音乐在民间的普及。白
居易的好友刘禹锡也十分喜爱民间音乐，还学习模

仿民间歌曲进行创作。他的《竞渡曲》《浪淘沙》《踏
潮歌》《竹枝词》及《杨柳枝词》等诗歌被广为传唱。
当时宫廷俗乐表演活动频繁，据《旧唐书》卷 16 载，
穆宗“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九仙门等
门观角抵、杂戏”。相比于宫廷燕乐的辉煌、华丽，
民间俗乐更活泼、更富于蓬勃的生命力。值得一提
的是，晚唐还出现了民间伎馆。日本学者岸边成雄
曾经考证过唐末以来民间伎馆亦作为“乐舞之教习

机构”之一，类似于今天的民办音乐教育机构。他
认为:“伎馆为长安、洛阳等各地都市发达后之一种
设施，公开供给一般官吏市民共同享乐，成为都市生

活中最豪华的一面，……唐末音乐文化，与一般文化
相同，迈向平民化途径。”［2］3

二是地方藩镇势力强大，军营音乐成为中晚唐

音乐发展的高峰时期。
中晚唐朝廷政局动荡不定，地方藩镇割据，势力

强大，宫廷音乐破坏殆尽，许多宫廷乐人流落民间，

为地方豪强势力乘机占有。《唐会要》卷 34 载:“唐
昭宗劫迁，百官荡析，名倡伎儿为诸侯强有之”。
《旧唐书》卷 145 载:贞元十五年( 799) ，汴州节度判
官孟叔度“多纵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嬉戏，自称
孟郎，众皆薄之。”《唐会要》卷 34 亦云: “伏见诸道
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

军戎，实因按待宾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阳上已，两度

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
宴饯。”
军营音乐在中晚唐是音乐歌舞发展的高峰时

期。最早的军营音乐产生于汉代汉武帝时期，由于
连年征战的需要，各大藩镇均蓄有官妓，并建有乐

营。在制度上设有乐营使，并实行乐籍管理。在籍
的官妓几乎没有人身自由，不可以随便流动，也不为

长官私人所拥有。乐伎需要在官府、军营有仪式、宴
会或应酬时，必须有正式文牒下达。
唐代军营音乐有宫廷禁军音乐和地方藩镇音乐

这两种类型。唐初盛行的《秦王破阵乐》便产生于
军营。史书记载，太常寺所辖一部分乐人，附贯于州
县，或置于“州郡藩镇衙门，供刺史、节度使等地方
首长公私宴会时，担任供奉之职”。［5］3 624有学者考证

了唐末沙州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问题，可以为

我们了解唐代军营音乐的结构组成提供有意义的参

考线索。研究表明，沙州归义军乐营由“乐营使、乐
营副使及都史组成乐营的行政班子，音声博士及色

艺人组成演艺班子”［6］。其中演艺班子内又按照不
同的类别如雅乐、法乐、军乐、燕乐、散乐、借色 ( 道
具、布景) 等分别编组。不同编组各有领班( 被称为
头) 、一般音声人 ( 歌人、舞人、乐人、散乐人、作语
人、借色人) 及音声弟子若干人，此外还有工人若干
名。估计总数在 50—100 人之间。安史之乱后，德
宗年间唐代禁军中出现了“仗内教坊”这一管理军
营音乐的机构，“这表明禁军音乐进入了制度化的
管理阶段。以仗内教坊使为主体的禁军音乐和地方
藩镇军营音乐成为中晚唐音乐发展的重镇”［7］。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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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经常将赏赐乐人作为重要手段。
三是中晚唐文人与乐人交往频繁，文人音乐发

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有唐一代，文人、士大夫特别是中下层文人，对

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文
人、士大夫群体作为唐代社会的中间阶层，在社会政
治思想、文化艺术生活中均非常活跃，是文化艺术创
造的主力之一，对唐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独

特的贡献，成为创造唐代艺术的“桥梁”。特别是唐
代许多文人积极创作新的乐曲，参与曲子音乐和曲

子诗、词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音乐创作的文
化品位。“唐文人音乐在多元性追求中，大大拓展
了唐以前文人音乐的审美领域，由此而促成了当时

音乐的多元发展。”［8］初唐及盛唐时期的文人、士大
夫如王维、李白、杜甫等人多才多艺，精通音律。他
们生活浪漫，寄情乐舞。或吟诗作画，或抚琴弄曲。
丰富多样、生活坎坷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大唐文人独
特的生活态度和艺术气质。中晚唐时代的文人、士
大夫像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等人，更与音乐结
有不解之缘，他们将唐代的文人音乐推向了新的高

度。《全唐诗》中有关乐工、乐伎的诗篇多达数百
篇。中晚唐诗人描写乐工、乐人的作品超过了初盛
唐。无数唐代文人“用锦绣诗笔所创造的有关音
乐、绘画、书法、舞蹈的诗歌，之所以琳琅满目、美不
胜收，一方面是这些艺术形式本身已达到绚丽辉煌

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与才华横溢的诗人们熟悉这些

艺术门类分不开，与诗人们颇得其中真谛分不

开”［9］168。
唐代文人士大夫们除了创作极其丰富的咏乐诗

和乐府声诗直接促进和丰富了当时蓬勃发展的音乐

文化之外，还积极参与宫廷贵戚或各地州府的歌舞

宴乐活动。文人出身的官员常常创作应景助兴的歌
乐诗文，赞颂盛况。有许多诗文直接进入太常寺、教
坊和梨园并留传至今。有条件、有机会观摩宫廷音
乐歌舞的文人士大夫们，对高水平的宴乐的观赏和

描写，甚至“加以模仿移植，从而成为宫廷音乐传播
到各地民间的通道和桥梁。例如，诗人白居易在唐
宪宗元和初，曾在朝中任谏官和翰林学士，有机会观

看著名法曲《霓裳羽衣舞》上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
印象。后来他任杭州刺史，便率领府属乐伎排演了
这一作品”［10］1 274。同时，一些民间新声通过文人士
大夫的传唱进入宫廷、教坊。如前所述，唐代文人骚
客大都出身于社会中下层，有不少人家境贫寒，长期

生活在民间，与广大民众联系密切，对民众疾苦有较

深的体验和了解，对民间文化艺术也比较熟悉。许
多文人士子与当时的乐工艺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一方面，文人们的诗作通过乐工艺人的传唱，提升了

自己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作为唐代中下层的文人士

子，在坎坷磨难之际，与命运更为悲惨的乐人更容易

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思想认知与情感。据《新
唐书·礼乐志》载: 唐代宫廷之内的音声人就有
10 027 人。但是在正史乐志文献中，人们所能见到
名姓、事迹者并不多，宫廷以外的人大都不见于史志
记载。而宫廷以外的音声人更不在此数以下。他们
都是有功于唐乐发展的群体力量。许多无名无姓而
才华出众的乐工、乐伎，在正史乐志里根本没有他们
的相关记载，而只能在中晚唐诗中看到其身影。正
是由于有这么多诗篇，才使我们后人能够了解到唐

代不少有关乐工、乐伎的生平事迹与高超的技艺，给
音乐史学家提供活生生的材料。这既丰富了文人诗
文创作的内容，又因与民间歌舞结合而丰富发展了

诗文的形式，促进了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
四是社会享乐风气盛行，私人家乐成为文化

时尚。
唐代社会享乐之风在历史上十分著名，私家音

乐的兴盛便是唐人善于享乐的有力证明。虽然私家
养伎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相当流行，但远远没

有达到唐代的规模及影响。养伎之风的盛行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唐代的社会风气。私家乐伎是唐代音
乐文化历史百花园中令人值得关注的一景。唐代私
家乐伎系上流社会贵族士大夫或豪门富户人家的私

有财产，没有列入官府簿籍。乐伎有时可以成为主
人的侍妾，有时也可以随意转送。唐代蓄伎之风成
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时尚。不仅宫廷有“宫伎”，官
府有“官伎”，军营有“营伎”，踏入官途的一般文人
士大夫也蓄养“家伎”。当时对私家音乐活动颁布
有明文规定，家伎为法令所允许，造成了蓄伎行为的

合法化和公开化。根据《唐会要》卷 34 记载，“神龙
二年九月敕: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

乐不得过三人; 皆不得有钟磬。”“天宝十载九月二
敕:五品以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
当家 蓄 丝 竹，以 展 欢 娱，行 乐 盛 事，覃 及 中

外。”［11］1 247但实际上都超过了这样的规定，如唐玄

宗之兄宁王李范家中的“乐伎且四十余人，皆处其
下”［12］115。显然超过了法令规定的一倍。唐代家伎
是供私家歌舞娱乐的伎人，一些也兼为婢妾。许多
文人士大夫家中都有家伎，名扬天下的诗仙李白，晚

年客居江南时即与歌伎金陵子和家僮丹砂相依;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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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白居易在家中蓄养了十几名家伎，其中小蛮和

樊素是最出众的两个。以恢复儒家道统思想为己任
的韩愈，在生活上也并非完全道学之士。贞元时期，
长安社会娱乐风气炽烈，韩愈也不能免俗，常为声色

所累。他的学生张籍在《祭退之》中说: “乃出二侍
女，合弹琵琶筝。临风听繁丝，忽遽闻再更”。不少
唐代文人士大夫家中还备有乐童或兼任乐工的奴仆

为歌伎舞女伴奏，组成一个精干而有特色的家庭乐

队。在当时，有身份地位的士大夫如果不蓄伎乐，反
倒会被认为吝啬。比如晚唐长庆年间，身为户部尚
书的王涯虽然“家财累钜万”，然而他“性啬，不蓄伎
妾”，遂遭世人非议。家伎是当时主人社会地位的
象征。许多家伎或能歌善舞，或歌舞与乐器兼善。
她们的歌舞表演及音乐创造，既充分展示了唐代家

伎独特的艺术创造和杰出的表演才华，也反映出了

唐代社会音乐生活的极大丰富。当然，乐伎对于官
吏和文人，始终是侍者、奴婢身份的地位，一旦年老
色衰，或因故离主人而去，则再无人收蓄。唐代私人
家乐经历了一个丰富的发展过程，“初唐及盛唐前
期相对沉寂，盛唐中后期才兴盛起来，但这种繁荣局

面很快被安史之乱打断，直到德宗朝才再度兴盛，此

后便一直不衰。它的兴盛是朝廷积极倡导宴乐之风
的直接结果。中晚唐家乐有两个特点: 一是成员构
成丰富，家伎是其主体;二是雇佣制的推行及蓄家伎

所需费用的昂贵，导致家伎流动性极强。中晚唐家
乐音乐表演水平较之初盛唐迅速提升，成为当时宫

廷选拔乐人的重镇。故欲全面考察唐代音乐，唐代
家乐不容忽视”［13］。

二、影响中晚唐音乐文化变革转型
的原因

促使中晚唐音乐文化变革转型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个:

首先，社会变革时代及对音乐文化的反思，促进

了中晚唐音乐的发展转型。盛唐前期百余年的时间
内社会政局基本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强盛，疆

域辽阔。统治者推行礼乐治国政策，积极吸收外来
文化，加之隋代以前已经存在着的各民族音乐文化

融合基础，从而萌发了一个我国历史上中古时期以

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文化艺术全面发展高峰时期

的到来。
开元盛世，音乐歌舞活动异常普及兴盛，形成了

一种社会风气。而中晚唐既是一个时局动荡不已的
昏乱时代，又是一个对礼乐文化反思的时代。安史

之乱以后，朝政局势的剧变造成了当时社会多种矛

盾的交错并发，迫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面对现实、不断
反思救亡图存之道，为唐王朝的中兴寻找新的出路，

进而孕育出了一个改革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无论
是漕运、盐利还是国家赋税，以及社会思想潮流和文
学诗歌创作，中国古代有关这些社会问题的探讨，除

了西汉中叶以前的一段时间外，从来没有这样被广

泛地开展过。求变图存思想的盛行，在中晚唐的文
化领域中造就了两股强有力的运动:一是以元稹、白
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二是韩愈、柳宗元所倡扬
的古文运动，“兴寄”与“明道”成为当时革新精神集
中表现。［14］73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代表了一种变革
反思的强烈意识;白居易的许多音乐讽谕诗，抨击了

开元、天宝年间朝堂穷奢极欲所造成的社会乱象;元
稹更是对“洛阳家家学胡乐”的风气十分反感和义
愤。杜佑在《通典》中甚至提出，唐太宗贞观时期实
施的“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这种礼乐政
策，实为“一大失误”［15］762，导致了后来“久习未革”
的弊端难以消除。晚唐时期崔令钦更是痛心地指
出:“贪耳目之玩，忽祸败之端，是无知也。殉嗜欲
近情，忘性命大节，施之于国则国败，行之于家则家

坏，败与坏，不甚痛哉。”［16］159体现了要求恢复儒家
传统的乐政一体的礼乐思想主张。
其次，重整礼乐，重建或改组音乐管理机构。中

晚唐是一个战乱不息、政治腐败的黑暗时代，音乐上
可称道的成就并不多。但是，唐王朝统治者仍然非
常重视对礼乐的重建。如肃宗亲自考击雅乐钟磬，
考察太常乐工。德宗大力提倡以《开元礼》为主的
礼学，并将《开元礼》和三礼同列入礼部考试内容。
这一时期出现的礼乐文献主要有肃宗时期的《园陵
仪注》、德宗时期的《大唐郊祀录》10 卷、宪宗时期
的《元和曲台礼》《历代乐议》。这些举措对于恢复
唐王朝礼乐制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是后人研究

中晚唐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文献史料。
在宫廷音乐管理机构方面，中晚唐除了延续太

乐署、鼓吹署和教坊等机构的职能之外，同时也改组
或增设了宣徽院、仙韶院、梨园和乐官院等机关。
宣徽院是中唐时设置的兼管宫廷音乐的机构。

肃宗时设宣徽南北院使，由宦官担任，总领宫中乐人

名籍、郊祀朝会及宴飨供帐等事宜。由于后来宦官
势力渐大，位职亦尊。宣徽院设有法曲乐官，可能与
梨园中主要从事法曲的演奏事务有联系，因为《旧
唐书》卷 17 中有“( 开成二年) 辛未，宣徽院法曲乐
官放归”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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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自建立起，其名称未曾改变，但到文宗开成

年间，梨园改为仙韶院，其原因是文宗不满掺杂胡音

的俗乐，便遣散宣徽院法曲乐官。《仙韶乐》继承梨
园法曲，成为宫廷娱乐的主要曲目。这一举措“意
味着中唐以后对胡乐的某种排斥。故从初盛唐至中
唐，胡乐在宫廷中不是日其盛，而是渐其衰，这对理

解中唐以后文人曲子词渐兴，而曲调多为华乐，颇有

启迪”［17］。开成四年 ( 839 ) ，文宗下令每月赐给仙
韶院乐官料钱三千贯文，支用不尽，经费充足。
中晚唐还出现了乐官院这一机构。《乐府杂

录》记述:“开元中始别署左右教坊，上都在延政里，
东都在明义里，以内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一所，
又于上都广化里、太平里兼各署乐官院一所。”段安
节在这里所提到的“乐官院”，说明可能与宣徽院有
一定关系。宣徽院和乐官院的设立，是在梨园解散、
教坊衰败之时，力图重振大唐乐舞的重要步骤。
再次，中晚唐上层统治者好乐风气盛行，文人士

大夫多追求声色歌舞。唐人普遍好乐，音乐生活具
有“全民性和普及性”［18］261。音乐是唐人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孕育和熏

陶了唐人的审美情趣，孕育出他们对音乐艺术的浓

厚兴趣和参与欲望。秦序先生曾将唐代全民参与的
音乐文化生活在结构上划分为上、中和下三个层次。
其中上层是“高踞于社会金字塔结构顶尖之上的皇
亲国戚和元老重臣们，他们拥有的乐舞服务和享受，

属于最高层级。朝廷为此建立了复杂的制度规则，
设置庞大的种种乐舞管理教习机构，集中了社会所

拥有的一切乐舞人才与作品之精华。宫廷乐舞活动
种类丰富，规模宏大，代表了这一时期表演艺术的最

高水平，也引领着时代表演艺术的发展潮流”［19］79。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唐代最高统治者亲自参与当时

的音乐演奏及创作。高祖李渊善于弹琵琶，唐太宗
李世民也有弹琴的诗作品传世，唐高宗李治“晓声
律”，而对唐代音乐繁盛做出贡献最大的当推玄宗，
其“多艺，尤知音律”［20］237。中唐时期的几位统治者
如德宗、宪宗、文宗等也酷好音乐歌舞，热衷享乐，这
也影响和推动了唐代后期音乐文化的普及与提高。
晚唐昏君如敬宗、懿宗、僖宗等人宠幸乐官，更是达
到了令人骇异的程度。史书记载，敬宗在位期间对
教坊乐宫恩赐有加，如宝庆四年( 824 ) 二月，“赐教
坊乐官绞绢三千五百匹”。三月幸教坊，又“赐内教
坊钱一万贯，以备游幸”。当年五月，“御宣和殿对
内人亲属一千二百人，并于教坊赐食，各颁锦

彩”。［21］2 693晚唐帝王对音乐的酷爱使许多乐官骄横

一时，这种痴迷音乐的活动纯粹是一种自我麻醉的

疯狂行为。当然完全谈不上对音乐文化有什么贡
献了。
除了帝王们的奢华生活以外，皇亲国戚和元老

重臣们也热衷于将音乐作为日常享乐的一部分。许
多王公大臣都拥有府邸乐伎，“妓妾数百人，皆衣罗
绮，食必梁肉，朝夕弦歌自娱，骄奢无比”［22］19。太平
公主“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廷”［23］251。中兴
名将郭子仪，家中歌姬众多，乐舞豪华，“竟有十院
之多”。［24］142

上行下效，上层统治者纵情声色的享乐活动为

文人士大夫们的侈靡生活提供了示范。当时的文人
士大夫一有条件便蓄养乐伎，纵情享乐。在唐代中
晚期，尽管战乱不断，但长安城中侈靡游乐之风兴

盛，这在白居易、元稹和刘禹锡等人的诗歌中描写的
十分形象。宗贞元年间和文宗大和年间 ( 827—
840) ，藩镇暂时维持平静现状，南北方边患平息，社
会因久经战乱，唐王朝略微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上层统治者遂以礼乐文治粉饰苟安太平，长安风气

趋向嬉游娱乐。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晚唐音乐
文化的畸形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中晚唐时期的音乐文化虽然经

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历程，但也取得了不少值得关

注成就，需要给以一定的重视。正像有学者所讲:
“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各个发展时期的大时代来观
察，晚唐的动乱与五代的纷争之间、约近百年的一个
阶段，与其说是歌舞伎乐时代的末期，不如看作市井

剧、曲音乐时代的开端。唐人杜佑称唐代‘清乐’为
‘九代遗声’，不经意道出了: 秦、汉、魏、晋、宋、齐、
梁、陈与隋代以来的相和歌，清商乐，进入唐代而共
为音乐史上一系列的历史产物。这个发展系列就是
既区别于‘先秦乐舞时代’，又区别于唐以后的‘市
井剧、曲音乐时代’的、整个‘歌舞伎时代’的历史
过程。”［2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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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ransformative Features of Musical Cultur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LI Xi-lin
( Ｒesearch Centre of Northwest Ethnic Music，Xi’an Institute of Music，Xi’an 710061，Shaanxi)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music 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occurred in the flourishing age of the dynasty，
so the academic world has always valued highly the music at this age but showed little concern with the music in the
middle and late dynasty． In fact，however，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in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dynasty presen-
ted different features． Compared with the flourishing age，the music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hases had its leading
distinctions of transformation，including the fall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urt music，opening and rise of folk music
and spread of scholastic music，private musicians and barracks music． Although the prosperity of music in the mid-
dle and late phases of the dynasty was not comparable with that in the flourishing phase either in scale or in artistic
accomplishment，it made cert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as a whole．

Key Words: music in the Tang Dynasty; music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hases of the Tang Dynasty;
mus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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